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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是一个社会人类学的智者。 为什么费

孝通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类学智者？ 作为一个社会

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深入实地，进行细致入微

的观察、思考、分析，写出了在人类学史上被称之

为里程碑的学术巨著《江村经济》，奠定了他在社

会人类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江村经济》也是

当代学人，不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经济学，
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历
史文献；作为一个理论家，费孝通勤于思考、善于

思辨，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他提出了至今为社会

学界解释中国社会结构所采用的 “差序格局”的

基本理论，依然启迪当代学人从历史的视角去分

析变迁中的中国城乡社会； 作为一个思想家，费

孝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一些关乎民族前途

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 提出了自己思考，那

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表述，即描绘了人类和平共处

的原则， 也表达了自古至今人们孜孜以求的理

想。 记得2013年参加北京大学系友会，一位北京
大学领导在谈到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时说，“假

如我们的学者能够提出这样的至理名言，并为学

界各方面接受，并产生重大政策影响，那比100篇
学术论文的意义要大得多”。 眼下，国内各界围绕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热烈地讨论、 论证，甚

至争论。 政府决策咨询机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

民办智库纷纷为中国特色新型建设出谋划策，从

理论到方法，力所能及，各尽所能。 以致有人说，
中国智库的春天到来了。 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智库

的春天里，各类智库柳绿花红、百花争艳。 只有心

怀历史地担当，才能承载民族梦想。 费孝通先生，
一生志在富民，行行重行行，为我辈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

智库，需要一个个能够在团队精神凝聚下，围绕

时代命题，担当历史责任、胸怀未来梦想，积极探

索、深入讨论、引领时代，无愧于时代的智库。 伟

大的时代，也需要智者，需要那些能够面对现实、
宁静致远、跨界思考、高瞻远瞩、弄潮当代、启迪

未来的思想家，思想集大成者。
温故知新。 2014年冬天,把费孝通先生的全集

重新通读了一遍后有一个感觉, 打从踏上社会学
的征程,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作为智库，作为决策
咨询的手段和作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就没有停

止过思考和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大约跨越了80
年。 我们最早看到他写的一篇相关的文章是1933
年写的《社会研究能有用吗？ 》，发表在当时的《天

津益世报》上。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先生说“研究
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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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 有了可靠的研究，不能

制定可行的政策以济世救民， 甚至为敌所乘，是

行政者的不能尽责。 ”①研究者、学者的首要职责

是科学研究，以科学的方法弄清事实，政策制定

者的责任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事实制定

政策。 打从踏上社会学的征程，费孝通先生就思

考社会学的政策价值问题。 实际上，他是想在决

策咨询和政策制定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环节，这是

一个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

以说，费孝通先生在80年前就开始了社会政策的
探索，尽管那时还没有社会政策这个概念。
社会学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100多年。 100多

年来,围绕着社会学的应用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人们一直在彷徨、思考、辩论和探索。 五四运动开

启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人将其称为“启蒙运

动”。它始于1919年，完成于1927年。 “五四运动解
决了套在圣经贤传里的中国人，使大家知道读书

的目的不是‘天子’的科学考试，而是为了求得各

方面的知识，只有知识才能帮助我们各个人的生

活，能帮助整个人类的生活。 ”②五四运动在中国

人民中间树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 但这个运动

从开始至1927年，它所做的大多是介绍西洋的东
西，且“的确表面化”。 正如胡绳先生所指出的：

“这个时期的文化运动者， 在介绍西方科学和文

化的时候，是‘全盘受之态度’的，因为那时的厌

旧心情激起了趋新的心情， 而凡西洋的都新，所

以凡西洋的都介绍。 ”③这场文化运动“在实践上

所启蒙的社会运动。 在社会方面演出二七事变，
在民族方面演出五卅运动，在政治方面演出国共

联合战线，因此逐在中国历史上成了1927年的国
民革命”。 ④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

新文化运动， 更是一场巨大社会变革运动的先

奏。

“全盘西化派”和“反全盘西化派”的斗争表

面上看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如何

看待各国的发展规律问题，即承认不承认每个国

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点。 如果说，“全盘西

化”和“反全盘西化”的斗争打破了自“五四”运动

以来隐含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

定：世界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模式，西方社会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话，那么发生在20世纪
三十年代前后的学术上的三大论战则表明中国

社会科学已经开始从实际上研究中国的情况。 我

们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入。 从社会

学传入中国，中国学术界就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

问题在争论：西方文化、西方学术价值到中国来

是全盘西化？ 还是西学中用？ 还是学以致用？ 学

以致用和如何利用西方学术的思想来为中国的

现代化服务，来探索中国的出路,是几代中国人和
几代社会学家不断在思考，不断在探索的一个问

题。 今天，这个问题依然使一些人困惑，中国特色

的新型智库其寓意深刻，任重道远。
在社会学领域，关于智库建设和社会学建设,

现在和将来，大家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探索,甚
至会有争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了解中

国近百年发展过程的就会很容易找到答案。 20世
纪70年代后期, 费孝通先生受命恢复被停止了20
年的中国社会学。 恢复社会学初期，就遇到了是

照搬西方社会学模式，还是从中国当时的问题出

发发展社会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在社会学恢复的初期， 费孝通先生倡导和提出

“建立迈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社会学传入

中国的时候就一直围绕着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争论和探索的。 “探索

中国社会的出路是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恢复中

国社会学， 费孝通先生不是简单从学科体系入

手，而是从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切入，紧紧抓住

农村改革与发展、小城镇等问题，来推动社会学

发展。
仔细品味《社会研究有用吗？ 》这篇文章,费孝

通先生实际上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需要我

们在社会学建设和智库建设时去思考，决策咨询

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弄清事实为主要任务

的科学研究是没有价值取向的， 要把事实搞清

楚，必须坚持价值中立;决策研究有价值取向，但
是,它需要利用科学的事实做出来。二是要理清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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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和长期学术积累的关系，学术的积淀对于

我们敏感地抓住一些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非常

重要。 三是前沿研究和历史积淀的关系，一个研

究有没有历史的厚重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治

国理念讲得非常好，他说，要知道我们要走向哪

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现在在哪

里。 没有历史感和现实感，都会迷失。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着科学研

究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

不等于消除了可能的片面性， 每一门学科的研

究，其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 越是专家，其片面

性或许会越大。 ”⑤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一个专

家会把一个问题研究得很具体、很细致、很深刻，
但是决策的时候一般不会是针对这样一个很具

体细节去决策，需要从总体上宏观上把握。 比如

今天社会学界谈社会治理，社会管理已经成为社

会学的二级学科。 “社会”是从日文来得，“治理”
是从西方来的。 “治理”这个概念最早是政治学的

概念，不是社会学的概念，最后结合在一起的时

候就是综合，就具有了新的含义，也反映了新的

社会内容，当前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战

略任务。 强调决策咨询的综合性就是基于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讲到，“为了
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该有

一个中间环节。 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

对某一个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

构提出若干建议。 ”⑥就是大家对同一个问题可从

不同的角度分析， 比如同样是户籍制度的问题，
既可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也可以从行政管理的

角度来认识， 还可以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去分析。
要推动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智库建设，需

要在实践当中检验，并且在实践当中提出一些新

的问题。 学术研究有一个特点，很多学者在做学

术研究，也作政策咨询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就比较深。 学术研究可以从理论出发提出一个假

设，然后去验证一个假设，可以从西方的某一个

理论里面借鉴一个东西，然后提出一个假设去验

证。 但是重大决策多是以问题为导向，这就要求

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把握研究的不同特点。

1979年以来，费孝通先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
使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类型方法逐步
完善， 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特色的整体分析方

法。 尽管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方法中存在着某些困

难，它仍辟出了人类探索多元文化和社会的一条

新的途径。 这种整体方法的特点在于：它以一个

具有多元文化的多元社会为研究单位，按照文化

和经济的类型将这个单位进行分解，在对不同类

型的研究中达到对于整体一般特点和多样性的

把握。 多样性研究是这种整体分析的特色之一。
费孝通先生自己也承认，他自恢复社会学以来的

工作中心就是立足国内———“市场在国内”⑦探索

中国乡镇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是他这个时期奋斗

的目标。 整体方法是他在这个探索活动中逐步形

成的。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继续在他从事社会学和

人类学初期开垦的土地上行走和探索，行行重行

行，但决不是简单地重复。 在文化研究上，他从单

个的社区走向人类共同体的思考和探索，在文化

变异与社会变迁理论的基础上走到了文化自觉。
在发展问题研究上， 他从单个农村走向区域，乃

至全国和世界，从最初探索解决中国人民的饥饿

问题到小康之后人与人如何相处，反映了他的认

识不断在深入，他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艰难和曲

折。
社会理论只有变成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

活动时，才能被检验。 理论在被确认的同时，也实

现了自己的价值，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费孝通的

学术价值观。 而实践对于理论的要求是：它必须

在严格的方法指导下，经研究者在实地中不懈地

努力形成，这里不存在学科界限，只有准确性和

全面性。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

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⑧。 只有准确反映社会

实际的理论才能说服千百万人民群众。
既然历史已经证明：社会科学的理论只有在

千百万人民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并实现自己

的价值，那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现实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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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显然，作为学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明显

杂乱现象是目前社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基本事

实，“一门科学难道非要表面上的统一才能存在

和发挥作用吗？ ”⑨

社会学的建设要进一步发展，除了借鉴西方

和其他国家的理论与方法，也要研究可以生长出

新东西来的旧事物。 费孝通先生说，“要真正懂得

中国的特点， 并根据这些特点搞社会主义现代

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的旧事物，甚至

要用旧形式来发展新事物，最终使旧的转化为新

的。 ”不是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 有些旧的东

西，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许多值得挖掘的

东西。 中国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

究。 1931年底，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罗伯特·
帕克到燕京大学做演讲，帕克在燕大期间曾经讲

道， 中国是一个 “完成了的文明”(AFinishedCivi-
lization), “一切中国的东西 ， 任何一项文化特
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一不相互地

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结合起来，足以给人一

种它们适合而一致的整体印象”。 ⑩1988年我在北
大念书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英国人类学家叫Ed-
mundLeach,他说费孝通先生写的《江村经济》在学
术规范性上有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本民族的人

研究本民族的问题， 有悖于人类学的基本方法。
费孝通先生后来从这个问题开始思考不同文化

之间怎么容忍和相处问题，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怎

么融合问题，最终在不断讨论、不断思考过程中，
当然也包括跟国内外学者争论的过程中，先生提

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思想。 这就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既被学术界接

受，也被决策界接受的思想，脍炙人口。 这就是一

个智者的作为和智者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
当我们考虑建设智库的时候，当我们在推动

学科发展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分开的，

这两个东西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但是努力要找到

一个中间环节。 文化之间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同样，学科之间和专业之间也需

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我们也看

到，那些在不同学科之间能够游刃有余、如鱼得

水的学者，最容易成为那个学科或者那个领域的

智者。 智者不仅是知识的集聚，还是思想的基点，
更是心态的升华。

《墨子·修身》中说道，“静而能后安，安而能

后虑，虑而后能得”。 这句话不仅对智者有意义，
也同样适用于智库。 智库和智者不能心浮气躁、
急功近利、患得患失，都需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

脚印，做出对民族和人类有贡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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